
早在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後，國際貿易與環境的關係就

逐步引起人們的關注。在1980年代，由於世界經濟的衰退，環境問題暫時被忽

視。然而，自199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開始復蘇，貿易與環境問題也再次成為

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由貿易論者與環境保護論者為此展開激烈的爭論。

自由貿易論者認為，貿易自由化有益於環境的改善。他們認為，導致環境

惡化的根源是市場和政府失靈，而不是貿易自由化，因此用貿易限制手段解決

環境問題只會造成進一步的扭曲，而基於比較優勢的國際專業化分工能夠促進

全球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環境的協調發展。一些學

者的研究成果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支持1。

相反，環境保護論者則認為貿易增長與環境保護目標背道而馳，自由貿易

是破壞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加限制的貿易，會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尤其

在環保政策寬鬆的國家，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危害更大。該觀點認為，如果商

品生產和消費模式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那麼在貿易自由化以後，世界產出的

增加會進一步加劇環境的破壞。這一觀點也獲得了一定的支持2。

一　關於貿易與環境關係的三大假說

圍繞貿易與環境關係的討論，學術界形成了幾個重要的假說，其中影響較

廣的有「污染避難所假說」（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向底線賽跑假說」（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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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Bottom Hypothesis），以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KC）。

（一）「污染避難所假說」

「污染避難所假說」認為，過於嚴格的環境規制會使污染產業從規制較嚴的

發達國家轉移到規制較鬆的欠發達國家，最終將環境規制較鬆的國家變成「污染

避難所」3。儘管理論研究支持這一假說，但實證分析結果卻不盡一致。

部分學者通過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污染型產品的出口變化驗證了「污

染避難所假說」的存在。羅比森（H. David Robison）的研究結果顯示，在1973至

1982年間，美國嚴格的環境規制標準使其比較優勢發生了改變，即更多地進口

高污染產品（即單位產出對應的污染消除費用較高的產品）和出口低污染產品4，

這一研究結果為「污染避難所假說」提供了一定的經驗支持。

另有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更多是從事所謂「骯髒行業」（dirty industries）的生

產，出口也多屬污染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品，而發達國家更多是出口污染強度

較小的「清潔型產品」。如巴西和亞馬遜地區為生產國際市場需要的產品，森林

曾遭到了大肆砍伐；在另一些外向型經濟國家如韓國，環境也曾一度惡化5。馬

尼（Muthukumara Mani）與惠勒爾（David Wheeler）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960至

1995年，日本、北美和西歐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體的污染密集型

產出在整個製造業中的份額持續下降，而發展中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卻在平穩上

升。更為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污染密集型產品淨出口快速增長時期也正好

是OECD經濟體排污成本迅速上升的時期6。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

難所假說」。

不過，一些學者從貿易流向和外商投資的角度進行考察，為「污染避難所假

說」提供了相反的證據。格魯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克魯格（Alan B. Krueger）

考察了環境規制對貿易流向的影響。他們使用美國從墨西哥的進口數據，最終

得出環境政策並不能夠影響貿易流向的結論7。惠勒爾也提供了與「污染避難所

假說」完全相反的證據。他指出，那些吸收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FDI）最多的國

家（比如中國、墨西哥和巴西）的城市空氣污染水平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8。另有

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美國污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並沒有被來自國外的進口所

代替，而且，美國關稅的降低已致使其生產模式向污染（而不是清潔）行業的結

構轉移9。其他一些研究結果也認為，在貿易模式和工廠選址的決定因素中，要

素稟賦比環境管制更為重要，從而也否定了「污染避難所假說」bk。

另外，近期也出現了一些文章集中解釋為何在多數實證研究中會得出環境

規制對貿易或FDI缺乏顯著影響的原因。如一些學者認為之前研究沒有找到「污

染避難所假說」證據的一個原因是將環境規制水平視為外生變量，他們用工具變

量校正環境規制的內生性後，發現環境規制對經濟活動存在統計上顯著的負面

影響，雖然這種影響較小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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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底線賽跑假說」

「向底線賽跑假說」認為，貿易自由化推動的競爭將導致世界範圍內環境標

準的降低。這是因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各國的競爭將更加激烈，資本要素流動

更加自由，資本將大量湧入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致使發達國家的失業

率迅速上升。為了阻止這種資金外流現象，發達國家也會降低環境標準，最終

結果是全球的環境標準都將下降，從而加劇全球的環境污染。簡言之，所有國

家為了取得國際貿易的競爭優勢，不斷地在環境保護標準上爭相探底。

部分研究認為「向底線賽跑」的情況是存在的。巴瑞特（Scott Barrett）提出，

當環境政策規定的環境邊際損害很低時，生態傾銷會由於某些策略性原因而產

生bm。波特（Michael E. Porter）和范德林德（Claas van der Linde）認為，儘管那些

已經有較高環境標準和較強環境保護體制的國家不會參與到探底競賽之中，但

在標準較低和體制較差的國家，迫於競爭壓力，會產生「陷入環境標準底部」

（stuck at the bottom）效應，這可能導致國際環境條件的兩極化bn。

但是，更多學者的研究則認為，競相降低環境標準的做法在現實中存在的

可能性較小，環境標準「向底線賽跑」的論斷缺乏足夠的證據。柯普蘭德（Brian A.

Copeland）和泰勒（M. Scott Taylor）認為，自由貿易引起實際收入的增加會使得

對環境質量這一正常品的需求相應擴大，因此收入較高的國家並不會放鬆對環

境的規制，而是將採取更為嚴格的環境標準bo。有的研究在考察出口競爭國家的

貿易自由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環境標準的影響時發現，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表

明農業部門存在環境標準「向底線賽跑」的做法bp。還有一些研究甚至發現，自由

貿易與環境標準改善之間有一種積極的聯繫，以至於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競相提

高環境標準bq。

（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

「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是由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

涅茨（Simon Kuznets）於1955年提出的br。所謂「庫茲涅茨曲線」，是指在經濟發

展過程開始的時候，尤其是在國民人均收入從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時，收入分

配狀況先趨於惡化，繼而隨A經濟發展，逐步改善，最後達到比較公平的收入

分配狀況，呈顛倒過來的U形狀，因此又被稱為「倒U曲線」。以此相類推，所謂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是指環境污染隨經濟發展先增加後減少的過程，即

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經濟增長將會導致環境質量的下降，然而一旦經濟發展

超越了某一臨界值點，人均收入的進一步提高反而會有助於環境質量的改善。

格魯斯曼和克魯格在分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環境效應時，首

次發現環境污染和收入水平之間存在倒U形關係，並進行了驗證。借用庫茲涅茨曲

線假說，潘那約托（Theodore Panayotou）最先將環境污染與收入的關係曲線稱為「環

境庫茲涅茨曲線」bs。總之，這些學者認為，儘管貿易自由化在短期內產生的環

境效應是消極的，但隨A時間的推移，貿易自由化將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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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都對EKC假說的有效性提供了實證支持。例如有學者發現1960至

1988年發展中國家的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型產業擴張迅速，而當其中的一些

國家達到了較高的收入水平後，污染物排放出現了下降的趨勢bt。另有一批學者

的研究表明，當收入達到某一水平後，經濟結構的改變和技術進步對環境產生

的積極影響將會超過經濟規模擴大時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從長期來

看，貿易自由化會使環境質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ck。在中國國內，也有不少學

者的研究發現人均收入和環境質量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的EKC特徵cl。

可是，也有一些學者發現，只有某類環境污染物指標與收入之間的關係才

呈現EKC特徵。如有學者採用149個國家1960至1990年期間的數據，調查了環境

質量的各種指標與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收入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某些

環境指標如水質和g生，會隨A收入提高而改善；某些（微粒和硫化物）會先惡

化然後才改善；還有一些（碳排放、城市廢棄物、可溶解性氧）則會持續惡化cm。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EKC中轉折點的出現並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格魯

斯曼和克魯格認為，收入增長自身可以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結論過於簡單；如

果隨A收入的提高，生產者和消費者所面對的經濟激勵機制並不改變，那麼，

隨A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環境污染則會進一步惡化。蘇瑞（Vivek Suri）和查普

曼（Duane Chapman）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說明，通過對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國家

進行比較，他們發現收入分配扭曲、文盲率高、政策制訂和執法過程中缺乏民

主的國家的污染水平明顯比別的國家高。此外，如果在模型中引入以上這些變

量，人均收入和環境狀況之間的聯繫則明顯弱化，這正說明了EKC中轉折點的

出現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可見，EKC的存在只是一種可能而不是必

然。事在人為，環境改善主要取決於經濟增長模式的內容而不是經濟增長現象

的本身cn。

二　貿易與中國的環境污染

（一）貿易對環境的影響機制

格魯斯曼和克魯格在對北美自由貿易區貿易的環境影響研究中，最早使用

了「貿易—環境」一般均衡分析模型，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分解為三種效應：規

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這不但有助於明確在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中到底

是何種因素起決定性作用、作用方向怎樣，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國際貿易的環境

效應的基本分析框架。以下將簡介這三種效應及其含義：

一、規模效應。規模效應是指由於貿易活動規模的擴大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具體而言，貿易自由化將擴大一個經濟體經濟活動的規模，使其國內生產

總值相應增加，產生更多的生產與消費活動，自然資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

放量也將相應增加。在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缺乏環境

格魯斯曼和克魯格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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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規的有效監管，環境質量就會趨於惡化。通常認為，貿易對環境的規模

效應是負面的。

二、結構效應。結構效應是指貿易自由化引起的產業（行業）結構的重新布

局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根據要素稟賦理論（factor endowment theory），每一個國

家都應該分工生產並出口該國相對豐裕的要素密集型商品，進口該國相對稀缺

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貿易自由化以後，由於各國的要素豐裕程度不同，各國的

專業化生產的產品也就不同，這樣可能導致各國之間的產業在全球範圍內進行

重新分配。

但同時，這種結構變化對環境質量形成的影響結果並不明確。開放的貿易促

使一國傾向於加大其相對豐裕要素的投入，並在這些部門形成比較優勢，最終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取決於新的部門相對原有部門而言的污染程度，即取決於擴張部

門與收縮部門的相對污染強度比較，如果結構調整形成污染密集型和資源依賴型

專業化生產的部門，將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相反則對環境的影響是積極的。

一般而言，在一國經濟發展的初期或起飛階段，貿易自由化會導致產業結

構向污染加重的方向轉移，而隨A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貿易自由化則使

產業結構日益向污染降低的方向轉移；在經濟規模和生產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

下，結構效應使環境污染先增加後減少。

三、技術效應。技術效應是指貿易所帶來的生產技術的變化對環境產生的

影響。一般而言，國際貿易具有促進環保技術的傳播和擴散的正面效應，它主

要通過兩種途徑實現：一是貿易自由化有助於形成規模經濟，進而促進生產技

術的改進與創新，使得投入—產出率相應提高，環境資源的損耗相對減少；

二是貿易自由化有利於清潔生產技術的引進和技術溢出效應的產生，從而改變

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應用，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進而使單位產出的環境損害相

應減少。當然，如果有害環境的技術更具經濟效率，就可能會替代環境友好型

技術而被廣泛傳播，從而對環境產生負面效應。

在格魯斯曼和克魯格之後，一些研究對貿易的環境效應分析方法進行了補

充。如有的研究將貿易的環境效應細分為資源配置效率、經濟活動的規模、產

出結構、生產技術和環境政策效應co。1994年OECD將國際貿易的環境效應界定

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產品效應cp和技術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格魯斯曼

和克魯格的理論cq。潘那約托則將貿易的環境效應歸納為五種，即規模效應、結

構效應、收入效應cr、技術效應和法規效應cs，其中關於收入效應的分析，補充

並完善了規模效應分析，並進一步提出了有關貿易協定對環境的影響等問題ct。

總之，貿易的環境效應是上述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貿易對中國環境污染的影響

在前述的研究基礎上，我們採用格魯斯曼和克魯格的環境污染分解模型dk，

並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契機，通過比較其前後兩個時段（1998-

一般而言，在一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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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3-2005）內中國的貿易，尤其是工業行業出口貿易對環境污染的影響，

定量分析貿易自由化給中國帶來的環境效應。

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研究結果，我們首先對研究採用的數據加以說明。

一方面，關於行業數據，我們採用的是工業行業的數據，而非全部行業。而

且，為了數據的統一性，我們以1998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公布的污染物排放數

據的行業劃分為基礎dl，將其他指標和年份的行業數據與其匹配，相匹配的有

十五個dm。進一步地，將污染排放強度較大（污染排放總量也較大）的前五個行業

定義為污染密集型行業dn，而將污染很少的機械、電氣、電子設備及交通運輸設

備製造業和印刷業記錄媒介的複製定義為相對清潔的產業；另一方面，環境污

染的數據主要採用工業各行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數據do。

限於篇幅，我們省略了分析過程的展示，直接把我們的研究發現展示如下：

一、出口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為正面。1998至2005年期間，貿易使中國

出口行業結構由污染型向清潔型轉變。與1998至2000年相比，2003至2005年期

間，中國工業中絕大多數污染型行業的出口份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下降幅

度較大的行業依次是食品、飲料和煙草製造業（﹣4.07%）、紡織業（﹣2.81%）、化

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1.49%）和採掘業（﹣1.39%）。與此同時，機械、電

氣、電子設備及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的出口份額繼續上升，上升幅度達12.29%，

但由於行業污染密集度相對較小，因而增加的污染排放量也相對較少。結果表

明，貿易結構改變使得中國的工業污染水平降低了24.27%。但從所得數據同時

也可以看出，中國多數工業行業的污染排放問題依然很嚴重。

中國的行業出口結構正在朝A清潔化的趨勢發展，究其原因：（1）中國的比

較優勢是有大量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能源，貿易的開展使得中國從「髒的」

資本、能源密集型行業轉向較為清潔的勞動密集型行業；（2）中國政府近年來一

直致力於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工業增長方式圍繞改善質量、節能降耗、防治

污染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行，同時相關政策也對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產品

的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做了進一步的限制或者禁止類的規定，這是中國

的出口結構朝A清潔化方向轉變的主要原因。

二、出口貿易對環境的技術效應為正面。貿易自由化使中國有更多的機會

學習和引進國外環保技術。由於清潔技術採用得愈多，行業的污染密集度（污染

排放強度）就愈小，因此在分析中我們採用污染密集度作為技術進步的衡量指

標。

研究結果表明，與1998至2000年相比，2003至2005年期間，大部分工業行

業的污染密集度都呈現大幅度下降，其中，金屬製品業的下降幅度最高，達到

近96%，其次是造紙及紙製品業，下降82.72%，皮革毛皮羽絨及其製品業、有

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下降幅度都為近77%，

醫藥製造業、化學纖維製造業、塑料製品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的下降幅度也

都在70%以上。工業行業中，僅有食品、飲料和煙草製造業與機械、電氣、電子

設備及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的污染密集度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貿易對環境產生

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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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效應使中國的工業污染水平降低了48.59%。不過儘管如此，與發達國家

相比，中國的行業污染密集度仍然很高。

三、出口貿易對環境的規模效應為負面。出口貿易對環境的規模效應遠遠

超過了正面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之和，使總效應為負。與1998至2000年相比，

2003至2005年期間，中國工業行業出口擴張使得環境污染排放增加229.73%，因

此儘管中國出口行業結構改變和技術進步能夠降低工業污染水平，但都被規模

效應所抵消。

四、「污染避難所假說」在中國不成立。1998至2005年，中國的出口加權污

染密集度都遠遠大於進口加權污染密集度dp，且二者的比值有持續縮小的趨勢。

這個結果表明，在對外貿易中，與進口結構相比，中國的出口結構相對更清

潔。另外，從相關數據還可以看出，這一期間進口的規模和增幅都大於出口，

因此，以中國行業污染排放強度計算的進口產品的污染含量已經超過了出口。

以2005年為例，工業行業出口產品對應的污染排放總量是3,359.45萬噸，而以中

國行業污染排放強度計算的進口產品的污染排放總量是11,232.42萬噸，可見進

口產品對應的污染排放已經遠遠超過了出口產品。這說明這一時期工業品的進

出口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並沒有使中國的環境惡化，中國也沒有成為世界的「污

染避難所」。

三　中國在貿易與環境保護政策上面臨的挑戰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知，近年來中國在貿易結構優化和清潔技術的引進和採

用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於中國正

處於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也正處於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矛盾十分

突出的時期，環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中國的出口貿易對環境造成的總體影響

仍是負面的。因此，要進一步改善環境，中國政府在制訂和完善國內環境政策

的同時，還應該積極採用合理的貿易手段。可行的政策選擇如下：

一、禁止和限制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同時對環境友好型產品的出口加以鼓

勵，優化貿易結構。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已經採取了一定的綠色貿易手段來保

護環境，如取消出口退稅、加徵出口關稅、削減出口配額、將產品列入加工貿

易禁止類目錄、提高出口企業資質要求等措施，抑制「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

染、資源型）產品出口。但是現有的措施及其力度還遠遠不夠，在此基礎上，還

應該針對污染型企業，尤其是前面提到的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採取諸如加大

出口關稅的產品徵收範圍，根據環境影響評價結果設置產品的准入和准出制度，

以及本A保護環境的目的修改《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等措施來改善環境。

二、促進國際間的環境友好型技術的轉讓，提高產品的環境效率。除了自

主創新外，環境友好型技術的轉讓對提高產品的環境效率也將發揮很大的作

用。但國際上在技術轉讓方面還存在很多障礙，技術的高附加值屬性、技術體

近年來中國在貿易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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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複雜性和國家間技術競爭的敏感性都是導致障礙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各

國的政府和市場來共同推動。在環境友好型技術轉讓領域，發達國家政府負有

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發展中國家則需要制訂相應的配套合作措施。對於中

國來說，要促進國際間技術轉讓，一方面，要提倡通過政府間的合作來推動非

商業性技術轉讓，這就需要建立專門的政府間合作促進機構和形成有利於技術

轉讓的政策環境；另一方面，國內也要建立相應的激勵機制推動商業性技術的

轉讓，如可以通過完善政策法規、保護知識產權、為私人部門的技術轉讓提供

便利等，促進發達國家私人部門的技術向中國轉移。

三、加快建立貿易政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國於2003年9月1日就已經實

施了《環境影響評價法》，但其中環境影響評價內容主要局限在建設項目上，並

沒有把政策的環境影響評價納入環境影響評價的範圍，更沒有針對貿易政策進

行環境影響評價的強制性要求。隨A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貿易合作在推進

經濟貿易發展的同時，也將給中國環境帶來重大影響。如果對重大的貿易政策進

行環境影響評價，在貿易政策中納入國家環境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原則，就能夠擴

大正面影響、減少負面影響，並利用貿易手段保護中國環境安全，促進中國可持

續發展戰略有效實施。在這方面，國內環保部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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